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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雷视角下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与地方再现

———从 “南巡图” 到摄影 “写真”
董卫民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 法国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 认为, 媒介是联系特定场景、 到达特定目的

的中介过程或物质载体, 通过记忆媒介代际传承和对话建构不同文明形态。 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既是本土

经验的视觉载体, 又饱藏地方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 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以地方的 “社会—历史” 经验符

号表征为文化内容, 以绘画写实和摄影术为技术依托, 为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再现提供了阐释依据。

文章以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为考察对象, 结合德布雷媒介思想相关表述, 考察从康、 乾 “南巡图” 到近代摄

影术 “写真” 中, 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在当下地方再现和遗产保护中的媒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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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 始终是一个备受瞩目的 “地方” 话题; 而图像作为可视化

媒介, 则是城市遗产重要的表象结构。 京杭大运河贯穿中国南北, 在时间流动中形成独特的地方空间

和文化个性, 为沿岸城市与其他空间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作为大运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江南运河

文化近代以来在媒介技术与政治事件裹挟下, 其艺术图像书写围绕作为城市遗产核心的媒介纪念物建

构起鲜明的地方 “边界” 。
  

德布雷认为, 媒介的重点是 “中介行为” , 它 “包含在一定的社会时期内所有的惰性载体和活性载

体, 这些载体对推动或促进象征符号的传承起着必要的作用” [1] 。 媒介被理解为联系特定场景或到达特

定目的的中介过程或物质载体, 该媒介思想不是简单关注信息传播, 而是文化传递。 本文关注对象为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依据绘画、 照片, 及实物如拱宸桥, 结合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相关表述, 以媒介技

术发展和地方文化形成的关系为逻辑进路, 考察从康、 乾 “南巡图” 到近代摄影术 “写真” 中杭州大

运河文化图像书写变迁, 阐述图像对作为 “中介体” 媒介的杭州大运河地方文化的视觉建构和传达,
及其对当下城市遗产保护和地方再现的价值与媒介化表现。

  

媒介地理学以 “文化利用地理使特定空间被赋予特定意义” [2] 为理论依据, 媒介地理学中的 “地

方” , 以其 “空间” “景观” 质料, 在时间的自然流淌中沉淀为 “地方性” 的物理实体和精神内涵, 与

德布雷媒介 “中介体” 思想内涵勾连。 而地方作为 “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 [3] , 文化

遗产是其成立的重要标识物。 文化遗产既包括带有艺术、 科学价值的历史建筑、 街区等物质遗产, 还

包括沉淀于地方的生活规范、 信仰方式等非物质遗产。 在研究素材取舍和图像系统分析方法论上, 本

文以区域文化遗产 (物质与非物质) 的图像呈现为切入, 通过个案分析、 梳理艺术图像在具体语境下

与社会行为方式和文化生活的嫁接, 引入媒介地理学的 “地方性” 概念和非物质遗产传承理念, 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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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的媒介学分析上, “嵌入” 信仰方式、 知识体系、 行动者身份和技术形态的探

讨, 试图从理论层面, 为当下杭州大运河区域历史遗产保护和再现提供比较全面的图像经验。
  

一、 作为 “中介体” 的杭州大运河
  

德布雷媒介学理论整合技术、 文化与历史多重视域, 明确提出媒介学中的 “媒介 ( medio) ” 既不

是复数意义上的媒介, 也不是单数意义上的媒介, 而是一种媒介化, 也就是处于符号生产和事件生产

之间、 作为中介体的程序和实体的动感整体。[4] 在德布雷看来, 媒介与人类同步出现, 它不仅是单向

度的信息传播渠道和载体, 更具有历史向度, 它建构不同时代的文明形态, 并使之流传久远; 媒介与

文明变迁共同形成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河流。 以此媒介观来看, 贯穿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作为传播

政治意识和宣示皇权的载体, 与作为传输工具的载体和技术一样具有媒介身份, 是传承文明的 “中介

体” , 具有自身的媒介标识与个性。
(一) 媒介标识
  

据史载, 隋炀帝大业四年, 即公元 608 年春正月, “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 引沁水南达于

河, 北通涿郡。 丁男不供, 始役妇人” [5] 。 大业六年, 即公元 610 年冬十二月, “敕穿江南河, 自京口

至余杭, 八百余里, 广十余丈, 使可通龙舟, 并置驿宫、 草顿, 欲东巡会稽” [5](5652) 。 江南运河的开凿,

使京杭运河南北贯通, 绵延在广阔的疆域上, 不仅成为南北物资运输通道, 更成为王命布达四方的传

播载体。 京杭大运河作为政治隐喻和皇权象征符号, 在其贯通之始就被 “赋权” , 成为隋炀帝欲假江南

运河 “东巡会稽” 、 宣扬帝国意志的政治媒介。
  

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城北有一座桥始建于明末, 清雍正年间的浙江巡抚李卫将其命名为 “拱

宸桥” 。 李卫在 《重建拱宸桥碑记》 里说, “ 拱” 乃拱手相迎之意, “ 宸” 指帝王宫殿, 是帝王的象

征。[6] 于是, 这座高大的拱桥不再单纯作为杭州北门的地标, 而是成为对皇权恭候和驯顺的象征符号。

而且, 这座桥也确实先后迎送了清康熙、 乾隆二帝前后达十一次之多。 运河边曾经存在的 “万寿无疆

碑” , 现今仍在的 “乾隆坊” “候圣驾” 牌坊等, 均可作为 “可见” 的场景与康、 乾 “南巡图” 一起,
把这种驯顺撒播于历史时空。

  

作为能够产生意义结构的超体量载体, 道路、 桥梁、 河流等都是媒介化对象。 德布雷曾经把纪念性

建筑物当作分析对象, 分其为 “痕迹式建筑” “信息式建筑” “体制式建筑” , 对其类型、 功能、 价值

等作出分析。 下图是分析的图表片段[1](92) :

痕迹式建筑 信息式建筑 体制式建筑

登记汇编 记忆 (传统和遗产) 历史 (神话和计划) 空间 (城市化和透视法)

价值 文化的 (避免无人继承的现象) 祭祀的 (肯定一种神圣性) 展览的 (介绍一个作品)

“记忆场所”

被当作

代表身份性的地方

(种族的和家族谱系的)

代表忠诚的地方

(宗教的或市民的)

代表权力的地方

(政治、 经济或媒体)

首要功能 见证 (这个曾经是) 传承 (这个应该留下) 传播 (同时性)

偏爱领域
领土 (吉伦特派式的)

(乡土记忆)

国家 (雅各宾派式的或君主制的)

(轴心记忆)

超国家的 (世界村)

(全球性记忆)

　 　 以此来做互文性验证, 作为实物记忆媒介, 杭州大运河上的标志建筑———拱宸桥为例, 显然其

“痕迹式建筑” 特色比较突出, 可列入 “传统和遗产” 记忆行列。 其价值核心在 “文化” , 功能在 “见

证” , 偏爱则在 “领土” , 具有浓厚的 “乡土记忆” 色彩和情感依附性。 作为记忆场所, 拱宸桥的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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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和家族谱系的” 一面则演化为地方的社会行为方式和集体意识。 当然, 拱宸桥也有 “信息式建筑”
的 “传承” 功能, 并且它是杭州大运河地方的 “轴心记忆” 之一, 具有浓重的 “历史” 性; 作为记忆

场所, 拱宸桥表征 “忠诚” 和凝聚力。 而关于拱宸桥的历史图像书写, 也和实物的桥本身一样, 成为

城市遗产记忆媒介, 并作为知识体系在代际对话中不断被传承、 解释。 在这个角度看, 拱宸桥就是杭

州大运河 “中介体” 媒介的标识存在。
  

杭州大运河既携带着特定历史空间实体丰厚的物质资源, 又有以 “拱宸桥” 为物理标识的帝都流

风以及民间节庆仪式、 日常习俗、 水神信仰等。 它们共同组成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区域文明的

存在方式在代际传播过程中进行对话、 修正、 延伸, 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化遗产、 鲜明的地方痕迹与

“人—地” 情感维系的地方 “边界” 。 从这个意义上说, 杭州大运河作为文明传承 “中介体” , 建构并

维系了一个有秩序、 有意义的 “文化世界” 。[7]

(二) 媒介特性
  

与 “传播” ( communication) 研究在同一时空中交换信息的规范意涵不同, 媒介学的关键词是 “传

递” ( transmission) , 其兴趣在于考察时间向度上, 精神转化为物质过程中媒介的功能性作用, “一方

面, 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 形成网络 (也就是社会) ; 另一方面, 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连接起来, 形成

延续性 (也就是说文化的延续性) 。” [1](5) 因此, 传递本质上是 “技术与文化互动” [4](12) 。 在技术与文

化互动中, 形成认同感结构, 直至 “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8] 。 地方及其

“边界” 由此确立。 杭州大运河作为 “中介体” , 有着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媒介属性。
  

一是显著的政治属性。 作为政治化媒介, 京杭大运河是 “控制空间和人” 的技术手段与过程[8](17) ,
是一个 “传递装置” , 具有明确的政治宣喻性。 这种宣喻性就杭州地区而言, 在最具地方特性的拱宸桥

及其周边碑坊物质符号中得到彰显, 也使得它与京津、 山东及苏州、 扬州运河相比, 有明显的地方特

质。 二是独特的地域属性。 作为文明传承的 “中介体” , 杭州大运河不仅具有独特的帝都文化物质载体

和近世城市化、 世俗化商业遗迹, 即便其精神层面的水神信仰体系和民俗仪式也与同属越文化的西湖

周边、 钱塘江两岸有显著区别。 三是技术进化带来的图像化转向。 这个特性近代以来更加明显, 比如

同属江南水文化的钱塘江多以山水画传世。 西湖则集诗、 书、 画、 摄影等 “媒介丛” 于一身, 而杭州

大运河的媒介承载明清前多以文字形式见诸文献, 明清以降至民国则转向写实主义图绘和摄影。 从光

影、 色彩运用, 到石版印刷, 再到摄影术, 媒介技术进化建构了杭州大运河地方空间与文化延伸的图

像书写轨迹。 比如, 康、 乾 “南巡图” 及近代以来西方画师、 中外摄影家完成的杭州大运河图像 “写

真” , 这也是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和个案文本。 上述诸多媒介个性共同建构起该区域独特的物质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 在当下杭州大运河地方再现和城市遗产传承中, 其图像书写的媒介价值日益突出。

二、 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
  

德布雷将媒介界定为 “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 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 [9] 。 媒介的这种

“先赋” 性质在时间向度上决定了一种新观念。 当新观念与负载它的旧媒介无法匹配时, 对于旧的媒介

或弃之不用, 或对其进行某种革新。 从康、 乾 “南巡图” 到绘画写实, 再到近现代摄影术 “写真” , 杭

州大运河图像书写就是在技术驱动下, 以 “革新” 的图像媒介从不同侧面记录其地方经验, 特别是在

信仰方式上, 从仰望皇权到世俗化转向。
(一) 政治隐喻: “南巡图” 与皇权信仰

    

康熙二十三年, 即 1684 年, 康熙皇帝开始第一次南巡。 至 1707 年, 共计南巡六次 (其中五次到杭

州) 。 康熙二十八年, 即 1689 年, 二次南巡的康熙在是年二月初九到达杭州。 三月九日, 回到北京后,
康熙即诏命画家把此次南巡绘制下来。 绘图工作由左都御史宋骏业主持。 宋骏业以重礼聘请其师王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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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 历时十余载, 终绘成 《康熙南巡图》 共十二卷, 现存世九卷。 虽然从嘉兴到杭州的第八卷已经

遗失, 但从其他卷册, 比如第九卷 “渡钱塘江抵绍兴府, 躬祀禹陵” 看, 图中开始即为风平浪静的钱

塘江面, 玄烨乘坐的大船在众多小船簇拥下驶抵对岸, 民夫在搬运什物, 过西兴关至萧山县, 城外面

河中具舟船, 岸上多农桑。 抵绍兴府, 双层城门, 街市繁华, 出绍兴府, 过田垅阡陌无数, 即到达大

禹庙和大禹陵。 玄烨站立华盖下, 周围侍卫森严, 百姓跪迎。 此卷以起伏的山峦结尾, 卷中文字是

“茶亭、 西兴关、 西兴驿、 萧山县、 柯桥镇、 绍兴府、 校场、 府山、 望月亭、 镇东阁、 大禹庙、 大禹

陵” , 详实记载了康熙途经的地点和景观。 通观其他卷册, 格式一致, 由此可以判断遗失的第八卷, 即

嘉兴至杭州段的图文应是一样体例。 康熙二次南巡在杭州拱宸桥登岸有详实的文字记载, 运河图像在

《康熙南巡图》 中的繁复呈现是确然无疑的。
  

另一个旁证是 80 年后, 《乾隆南巡图》 再次展示了杭州运河, 尤其是拱宸桥之景观。 1751 年, 即

乾隆十六年, 乾隆皇帝沿康熙南巡之路开启 “南巡之旅” , 前后亦六次。 1764 年, 浩大的 《乾隆南巡

图》 开始绘制, 宫廷画家徐扬主绘。 和 《康熙南巡图》 一样, 《乾隆南巡图》 也分为十二卷, 同样在第

八卷绘制乾隆的杭州行程, 名之曰 “驻跸杭州” 。 此卷现存世, 从杭州永安门开始, 描绘乾隆在杭州

(西湖) 的行程。 该卷与第六卷 “驻跸姑苏” 、 第七卷 “入浙江境之嘉兴烟雨楼” , 共同组成乾隆 “巡

幸江南” 的运河图像。
  

康熙皇帝曾在其 《御制泛舟西湖诗》 中表明其南巡的政治意图, 直言 “此行不是探名胜, 欲使阳

和遍九垓” [10] 。 康、 乾二帝南巡图把杭州运河文化的政治隐喻以图像形式留存, 并以帝王威仪强化了拱

宸桥及其区域 “仰望皇权” 的信仰方式。
(二) 世俗化转向: 绘画写实与摄影写真
  

18 世纪末期至 19 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爆发前, 杭州大运河区域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化、 城市化。 其图

像也因书写主体和媒介技术变迁, 经历了从写实性绘画到摄影 “写真” 的转变。
1. 西方画师的世俗化写实
  

西洋画师对晚清帝国的媒介化视觉表达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出现一个高潮。 比如, 英国知名的 《伦

敦新闻画报》 从 1856 年开始向中国派遣特约画家兼记者。 他们根据目击到或采访到的事件发回其国内

大量图片和文字报道, 其中还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 文化传统、 社会状况等信息。 法国的 《小日报》
《笑报》 等, 则从中法战争开始关注晚清时局, 留下 100 多幅彩图。 具体到杭州大运河, 西洋画师的关

注则更早。 早在 1793 年 11 月 10 日, 在北京被乾隆皇帝匆匆打发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马戛尔尼使团来到

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 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 ( William
 

Alexander) 绘制了杭州城外的运河和运

河边的寺庙等速写, 成为 “第一个为后人留下西湖 (杭州) 写生画的英国画家” [11] 。 同一时期, 荷兰

东印度公司使团的美籍荷兰商人范罢览、 使团翻译小德经等也留下了杭州运河的水彩与速写图像。
  

1894 年, 美国 《哈泼杂志》 派遣作家、 画家到江浙地区大运河沿岸体验、 考察。 美国画家韦尔登

( C. D. Weldon) 在杭嘉湖平原考察时, 画下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杭州运河景观。 比如, 韦尔登笔下杭州

运河上装饰精美的客船, 就为百年前大运河上漕舫船留下真实图像。 他的 《运河边一个茶馆》 不仅把

百年前运河边上茶馆的窗型、 瓦当、 幌子等细腻地描画出来, 还完整呈现了运河里住家船的准确样貌。
韦尔登的另一幅画作 《用鱼鹰捕鱼》 , 把大运河上渔民驾小舟携鹰捕鱼的场景描绘下来, 保留了运河上

古朴的生活景象。 其他如 “运河边上的一个凉亭” “杭州运河上的一座小桥” 等, 小桥、 凉亭、 青石板

等, 清晰展现晚清浓郁的杭州大运河景观。 韦尔登与亚历山大等西方画家的杭州运河图像, 不仅满足

了西方观众的 “异域关怀” , 也为晚清时期杭州运河文化留下了真实的图像史料。
2. 近代摄影术的城市化 “写真”
  

鸦片战争爆发后, 杭州大运河地方的图像书写遭遇技术 “入侵” ———西方人借助于 1839 年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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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术, 再一次对其进行图像生产。 运用摄影术的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和身份各异的摄影师, 如外交官、
商人、 学者等。 摄影术下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异国文化景象在杭州城市记忆中

的形成。 比如, 传教士费佩德镜头下的杭州基督教会就涉及杭州最早被迫开埠地———拱墅区域的教堂

建筑。 二是杭州和浙江其他地方的视觉形象被西方传教士和摄影师传布到世界各地, 成为 “大变局”
时期杭州早期对外传播的媒介影像。 其他如 1917———1919 年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 ( Sidney

 

G. Gamble) 也记录且向西方世界传播了杭州大运河影像。
  

杭州本土摄影也逐步发展起来。 根据 1942 年 《申报》 刊载的照相馆名录, (杭州) 留春园、 (杭

州) 二我轩赫然在列。 其中, 留春园于 1893 年 10 月开在杭州羊坝头直街柳翠津港口, 而二我轩 “开

业时间不详” [12] , 地址则位于杭州湖滨路至平海路。 宣统元年, 即 1909 年, 沪杭铁路全线通车, 杭州

众多大型商店、 旅馆、 饭馆应运而生。 据考证, 在这股现代性潮流中, 杭州照相业显露峥嵘。 从 1912
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 包括照相馆在内, 杭州文化娱乐商业店面达 411 家。 “雇佣职工人数 2346 人,
资本总额为 593280 元, 民国 20 年的营业总额达 7344250 元。” [13] 借助摄影术和新媒介载体, 西方 “他

者” 摄影师和本土照相师共同推动杭州大运河的图像书写转向, 为其留下城市化 “写真” 。 写实绘画与

摄影术 “写真” , 记录了杭州大运河地方信仰方式的世俗化转向。

三、 图像书写与地方再现
  

德布雷认为, 人类文明的记忆与传承作为媒介, 由一系列物化组织组成, 包括 “符号表示的整体

过程” “社会交流规范” “记录和存储的物理载体” “同交流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 等。[1](37-38) 纵贯

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 与石头、 羊皮纸、 桥梁、 建筑等一样, 是具有物质属性和抽象符号双重意蕴

的纪念物媒介, 构成文明延续的物化组织条件。 同样, 对运河文化景观进行视觉复现的图像, 更多意

义上作为物质符号的抽象, 并成为与之对应的传播设备或交流规范 (比如图像的文化解读) 。 作为记忆

媒介的杭州大运河及其图像书写, 不仅加强了帝国的空间观念, 而且图像转向背后的新媒介 “将导致

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7](28) 。 所以, 媒介不仅与时间交流, 也在历史范畴中以空间纪念物连接生生不息的

时间河流, 形成文化延续、 文明延伸。 从康、 乾 “南巡图” 、 西洋画师对杭州大运河的彩绘或速写, 到

中、 西方摄影师对其拍摄, 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在媒介技术进化驱动下, 以新技术形态记录地方文化

中 “行动者身份” 变迁, 建构了地方独特的视觉表象结构。
(一) 技术形态: 石版印刷与摄影带来地方记忆图像化
  

“一切媒介的进化趋势都是复制真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 [14] 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在媒介技术进

化驱动下, 不断走向写实, 对地方再现的物质实体与文化精神留存弥足珍贵。 和中国传统画对江南的

写意性呈现不同, 关于杭州大运河文化的艺术表达与传播从康、 乾 “南巡图” 到西方画师对运河的速

写、 彩绘, 及摄影术引入, 其图像书写一步步走向写实。 比如, 光与影是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重要元

素, 在 《康熙南巡图》 和 《乾隆南巡图》 问世之前, 西方画师已经出现在中国宫廷。 早在 1582 年, 意

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 带来了天主教图像资料, 并在中国信徒中培养画家, 西洋

画法由此传入中国。 之后颇负盛名的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历康、 雍、 乾三朝, 其宫廷画 “兼具中国工笔

画的精微与西洋画的光影明暗” [15] 。 郎世宁以光影明暗作画, “糅合中国传统画法, 注意解剖、 透视和

立体感的表现” [16] 。 他的 “西洋透视画法” 是西方写实主义在中国的尝试, 对中国画家有重要影响。
王翚创作 《康熙南巡图》 时, 遵循 “画有明暗, 如鸟双翼, 不可偏废, 明暗兼到, 神气乃生” [16](43) 的

艺术理念。 其工笔细描之宏大场景将笔墨的抒写性和叙述性结合起来, 与郎世宁的 “重光影” 写实画

风异曲同工。 到了徐扬绘制 《乾隆南巡图》 , 则主动 “吸取西洋 ‘线法’ (焦点透视法) ” [16](218) , 精心

绘制苏杭等地风俗民情, 场面浩繁、 画法精细。 “焦点透视” 成为徐扬绘制 《乾隆南巡图》 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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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且徐扬奉诏两次绘制 《乾隆南巡图》 , 画法皆 “以工细线条作人物, 焦点透视绘建筑, 已呈现中西

结合的画风” [17] 。 其精工细琢中以连贯的情节和惟妙惟肖的细节完成乾隆南巡的图像叙事, 张扬着

“写实主义欲望” 。 到西洋画师对杭州大运河做速写或彩绘时, 这种写实主义风格就更加细致、 直观地

把运河沿岸的景观和人物收入笔端。
  

石版印刷和摄影术通过对图像客观细节的呈现, 改变了中国传统绘画表达情感的主观认同与接受

心理。 当图像表述的对象由山水、 村树转向城市及其建筑后, 传统的表意画法就让位给城市景观写实

性的坚实线条和平面, 对视觉细节的细密描绘以及对透视法的强调成为凸显变革的触角。 因此, 从康、
乾 “南巡图” 记录与叙述夹杂的图像绘制, 到西洋画师透视画法呈现的杭州运河人物和场景, 再到摄

影术对开埠之后拱宸桥区域的市井 “写真” , 写实主义在中西艺术交融中以 “真实” 建构出历史场景,
完成对运河地方的写实性呈现, 使图像这种崭新的书写媒介成为呈现地方文明的重要载体。

   

(二) 行动者身份: 人的觉醒和新消费空间兴起
  

在德布雷媒介思想里, 传承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整体性的 ‘我们 ( nous) ’ , 而不是简单将两个

或者几个 ‘我 ( moi) ’ 拉上关系就行了……需要全部成员的共同努力来保证知识、 价值和技术, 在没

有任何遗传成因担保的情况下, 通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多次循环往来, 奠定一个团体的个性化特

色” [1](13) 。 地方文明的形成与传承, 行动者身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作为文本的 《康熙南巡图》
和 《乾隆南巡图》 , 是京杭大运河作为帝国与皇权表征的仪式表达, 而西方画师和早期中、 西方摄影师

对杭州大运河的世俗化观看、 写实性传播, 显现了从皇权仰望到人的个体性、 主体性 “解放” 。 康、 乾

“南巡图” 中百官沿运河迎拜、 百姓焚香叩首与巍巍帝驾形成对照, 不仅契合了 “拱宸桥” 拱身于皇驾

的意指, 也隐含着 “四海之滨、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的政治隐喻。 而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后期西洋画师与摄影师的视角下, 世俗的运河文化及市井黎庶成为绘画写生、 摄影拍摄的 “ 主

象” 。 韦尔登画笔下女性描绘对象居多。 比如, 运河客船上安详端庄的女船客如仕女般娴静, 或端坐船

头、 或倚窗而望。 其绘制的 “农家闺女” , 一袭抹胸、 临溪浣衣, 目纯容秀、 健朗质朴, 尽显天性自由

之姿, 与 “南巡图” 中的人物情态、 气质迥异。 这些 “他者凝视” 下建构的中国 (人) 形象固然隐藏

着西方现代性话语背后的文化霸权, 也在一定程度上和易卜生、 卢梭、 尼采等人的作品一样, 为中国

近代国民性审视和批判提供了外源性文化资源。 比如, “五四” 时期, 胡适呼吁 “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

己的天才性; 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18] , 鲁迅借笔下人物之口喊出 “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

有干涉我的权利” [19] , 皆有外源性文化资源 “身影” , 并借此倡导重新认识 “人” , 呼唤人的 “觉醒” 。
  

在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中, “人的觉醒” 也体现在新消费空间的兴起。 杭州最早开埠的拱宸桥区域

正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 开埠区的公园、 电影院, 茶楼、 酒肆等传统公共空间产生新功能。 比如, 拱

宸桥新开阳春外国茶园, “影片数百幅, 日日更换, 无美不搜, 尤为有目共赏” ( 《杭州白话报》 , 1908
年 5 月 17 日) 。 大家所欣赏的即摄影术生产的照片, 就如欣赏 “西洋景” 。 从康、 乾 “南巡图” 到摄影

术下的运河 “写真” , 从驯服于皇权的 “拱宸桥” 到展示人的 “解放” 的世俗物象, 不仅表征着艺术

审美, 更表征着精神自由和都市消费的兴起。 行动者身份的变迁不仅参与了杭州大运河地方建构, 也

以图像书写成为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地方再现的 “媒介依据” 。
(三) 呈现 “有序世界”: 图像书写中的 “地方边界”
  

这里所说的 “边界” 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领土, 而是融空间与文化为一体的 “地方性” 。 地方是

个人或族群对土地的身体经验和情感依附, 代表着稳定与安全, 是对变迁不居和不确定性的对抗。 地

方依空间而存在, 地方里的时间是 “停泊” 的, 甚至是 “凝固” 的。 在地方, 历史感就在眼前, 它可

能是一道城墙、 一座拱桥、 一条河流、 一个佛塔、 一条乌篷船……或是祭祀仪式、 交往法则; 时间停

滞在地方景观和文化规范中, 个人置身于时间外, 地方是 “具有意义的有序世界” [3](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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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运河作为地方, 不仅在物理空间上标识着它在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位置, 更为显著的是, 地

理空间上作为媒介纪念物的拱宸桥、 住家船, 岸边的茶馆、 戏楼、 庙宇、 街区, 以及在这里行走的人

及其家族组织、 交流规范、 信仰仪式都是这个地方的认同 “边界” 。 就拱宸桥而言, 作为媒介的地方标

志和纪念物, 康熙、 乾隆二帝先后十一次进出于此。 “御码头” “万寿无疆碑” 等与 “拱宸桥” 一起,
构成独特的地方景观。 此为其一。 运河作为纵贯南北的大通道, 物阜丰盈、 汇通天下, 拱宸桥所在的

湖墅地带, 古来有 “十里银湖墅” 之称。[20] 此为其二。 被迫开埠的屈辱虽然携带者畸形的商业文化,
但和馒头山的南宋皇城遗址相比, 拱宸桥一带也因此有了自己的 “边界” 。

  

“边界” 意味着 “共同体” 的存在。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 Zygmunt
 

Buauman) 认为, 社

群主义的共同体是 “热切寻求然而难以理解和捉摸的 ‘认同’ 的一个秘密姓名” [21] 。 其意指 “共同体”
的地方认同。 和杭州湖滨、 馒头山社区、 河坊街等相比, 杭州大运河周边是一个集皇家遗韵、 市井商

业和江南流风的 “地方” 。 而这些地方个性与边界的形成, 既来源于作为媒介的运河、 拱宸桥, 也得益

于摄影、 绘画和印刷术等 “媒介格式” 。 它们把杭州运河地方建构历程 “转换” 为可视的图像书写: 摄

影、 绘画中的拱宸桥、 运河住家船、 碑坊、 庙宇、 娱神仪式乃至运河上最早的巡警、 邮差, 拱宸桥桥

头的电线杆、 繁华的商埠等, 作为独特的视觉标识, 确立了杭州大运河作为 “ 有序世界” 的边界和

标识。

四、 图像书写媒介化与遗产传承
  

地方再现以遗产传承为出发点, 也是目的地。 图像书写与杭州大运河遗产传承的勾连, 来自于它的

媒介化。 “媒介学自认为是媒介化的学问, 通过这些媒介化, 一个观念成为物质力量。” [9](3) 媒介化关

注的核心是媒介 “如何在通过传播建构的社会—文化现实中发挥作用” [22] 。 图像书写作为对杭州大运

河的视觉呈现, 在地方文明与区域文化形成过程中通过代际沟通, 以 “参与” 地方再现的形式推动遗

产传承。 这种沟通和参与过程也是不断的 “媒介化” 过程。 就当下杭州大运河遗产传承中的地方再现

而言, 它既依托拱宸桥这样集实体性和象征性于一身的物质形态与建筑质料的可见, 也有从康、 乾

“南巡图” 到摄影术 “写真” 等新媒介带来的 “思考、 经验历史的新方式” 。[23] 前者作为记忆媒介,
“ ‘通过代与代之间的对话’ 重新编织了事物间的所属关系” [1](28) , 以产生集体意义延续的地方。 后者

以时间悬置保留空间样貌, 赋予其 “超越其物理形态的历史象征内涵” [24] , 在地方再现上为文化遗产

传承提供历史依据和知识支撑。 图像书写媒介化 “物质力量” 对 “社会—文化” 的影响也在遗产传承

中被 “嫁接” 。
  

(一) 作为经验媒介: 复现地方 “细节和场景”
  

本文所分析的图像文本, 如王翚、 徐扬的康、 乾 “南巡图” , 亚历山大、 韦尔登、 甘博、 宴文士、
费培德等人的杭州大运河速写、 摄影等, 无论是写意重于写实, 还是写实重于写意, 都是对杭州大运

河的艺术传达。 艺术是经验的表现, 作为对其所依附土地经验感知的视觉呈现, 特定空间的图像不仅

是记录经验的媒介, 更是经验再现的依据。 比如, 拱宸桥原本是运河上一座普通的拱形石板桥, 自从

获得了 “拱宸” 之喻, 迎来帝王驻足后, 通过康、 乾南巡图像塑造和传播, 就成为京杭大运河南端最

具经验媒介的标识性建筑物。 同样, 在经历速写和摄影术 “复制” 之后, 杭州大运河区域又在皇家余

韵上, 获得世俗化、 商业化符号, 使其以迥异于南宋皇城遗址、 西湖及钱塘江两岸区域的文明特质,
成为独特 “地方” 。

  

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街区保护和遗产传承, 因图像书写媒介化, 得以复现包括地方建筑在内的文

化遗产 (物质与非物质) 中历史主义美学的 “细节和场景” 。 历史主义美学 “建筑” 在纵向的价值同

一感上, 顺服于历史的审美惯习、 民族审美个性和地方文化特质。 这种审美理念和精神气质延伸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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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实践领域, 如作为实物的地方建筑而言, 颇受关注的新地方主义 (又称新乡村主义) 建筑所崇尚

的就是历史主义美学。 这种美学理念和建筑经验在伸向历史街区的过程中, 也着意表达一种写意的情

感, 追求与地方精神的神似, 甚至通过建筑表达地方的 “宗教观念和最深刻的需要” [25] 。 当下以历史

街区重建和地方文化复现为主要实践方式的遗产传承, 就是以图像为经验媒介, 不断复现地方历史主

义美学的 “细节和场景” 。 在德布雷的媒介学思想中传播是技术与文化的互动, 图像中 “细节和场景”
复现从表象看是技术性呈现, 而这种技术性呈现经过 “代际” 传承, 所形成的 “后果” 则是地方文化。
比如, 杭州大运河区域繁衍已久的市井文化、 香市文化和商贸文化在佩雷德、 甘博留存的照片中均有

系统的细节呈现。 甚至明代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 里记载的夹城夜月、 陡门春涨、 半道春红、 西山晚

翠、 花圃啼莺、 皋亭积雪、 江桥暮雨、 白荡烟村等 “湖墅八景” 作为杭州运河地方表征, 在民国时期

摄影作品中尚有踪影。 这些 “踪影” 在今天运河地方复现中, 作为经验媒介, 依然具有重要的视觉价

值; 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传承对历史主义美学的审慎继承是一个基本路向, 作为历史经验被

媒介化的 “细节与场景” , 则促进了这个美学理念的实践延伸。
(二) 作为意义媒介: 提供地方秩序 “再现” 图式
  

作为地方风物的建筑、 河流等物质性媒介, 如同城市一样是意义的集合: 代表着社会共同体、 代表

着秩序, 代表着安全等意义。 但归纳起来, 作为意义媒介的建筑、 纪念物或特定空间里的景观, 其一

般意义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而特殊意义则在不同语境和时间范畴内难以固定。[3](136) 比如, 拱

宸桥的一般意义是超越运河时空的 “水上通道” , 特殊意义则是 “拱手于帝宸” 的驯顺。 而这个特殊意

义无疑存在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使命———作为康、 乾二帝的进出之地。 “水上通道” 之意永在, “拱手帝

宸” 之意难久, 破解这个矛盾所依托的正是作为依附于本土经验形象的意义媒介———图像。 作为地方

纪念物媒介的拱宸桥, 也早已不是单纯的渡河之 “通道” , 而是一处提供关怀的场所, 是储存代际地方

记忆和梦想的意义集合体。 作为物质材料建筑, 它可以在自然风雨与人世纷争中或被腐蚀、 或被摧毁。
但因图像的存在, 其物理建筑可以在适宜时以同质材料不断被修复, 以复原的外观提供 “地方关怀”
的场所, 再现地方秩序。

  

比如, 学者沈弘就曾提到, 杭州市政府兴师动众地征集大运河上客船的设计图案, 结果发现它就存

留在韦尔登绘制的那张漕舫船图像里。[11](61) 那条运河漕舫船和康、 乾二帝南巡进出的拱宸桥一样, 就

是杭州大运河地方秩序的图式和意义表征。 其他如 “水上人家” “水上行舟” “轮船招商局金利来码

头” 等[20](13-14) 对晚清时期杭州大运河商贸秩序的视觉阐释, 记录了不同时期物理空间的景观或场景。
在呈现其一般意义时, 也把其特殊意义传递下来, 建构了地方的文化承续。 近代运河文化的图像书写

对于当下运河地方的水景文化、 商贸文化、 市井文化景观复现, 提供了地方秩序 “再现” 的图式。 德

布雷传播思想中把传播的 “物质性” 视作为精神配备的一个 “装置” 。 运河写实绘画到摄影写真中留存

的诸多物象, 恰切地回应了 “装置” 需求。 比如, 依托清末民初图像景观复现的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
在大运河依托下, 形成 “漕运—码头—仓储” 的特色漕运仓储文化, 以及 “沿河商业街—里弄—民居”
的城市平民居住文化, 已经成为杭州大运河 “申遗” 保护的典范。

(三) 作为象征媒介: “解放” 历史的 “中介体”
  

美国图像理论家米歇尔 ( W. J. T. Mitchell) 认为, 图像是以某种特殊支撑或在某个特殊地方出现的

形象。 它不仅是媒介, “也超越媒介, 超越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的转换” [26] 。 它不仅是物质实体

的, 也包括精神的, 即高度抽象的表达, 存在于人的意识或记忆中。 一旦与相应的物象遇合便会产生

与其对话的功用, 而且 “我们是在词语与图像再现之间的对话中创造了我们的世界” [27] 。 图像作为媒

介, 驻足在时间外, 铺展于空间中, 是凝固的历史, 具有浓重的象征性, 同样具有德布雷媒介观中的

“物质力量” 。 就目前杭州大运河区域正在进行的拱宸桥西、 小河直街、 大兜路等历史街区的现代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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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改造和地方复现而言, 其所能借助的媒介基本依据晚清民初的摄影史料。 比如, “ 1860 年的拱宸桥”
“清末时期的听水茶楼” “从拱宸桥处瞭望各国通商场” 等。[20](15-28)

  

一个街区、 一座建筑, 当它们从物质实体转换为精神图像存留于个人或家族记忆之后, 就作为家园

的象征和自我意识、 身份意识储藏起来, 直到被重新激发———图像意味着历史的储存与解放。 作为媒介

的城墙、 拱桥、 河流等能够营造出古老和永恒。 但作为物质材料, 中国的古典建筑多以木质构成, 战

火频仍、 政治动荡时, 经不住时间打磨。 杭州大运河区域景观和建筑中, 除了拱宸桥经历多次修补外,
很多已经不复存在。 即使石牌坊、 纪念碑, 如康、 乾南巡留下的遗迹, 也多湮没于荒寂, 图像就和它

所承载文明 “中介体” 媒介一样, 成为储存和释放地方记忆的重要 “中介体” , 为地方及地方上的族群

找回自我、 重建 “边界” 的基本依据。 而那些标识建筑物、 历史事件发生场所、 重要人物居所和凝聚

地方精神的宗教道场等, 也历来是图像储存的核心。 这些建筑、 道场、 事件和人物共同构成地方记忆,
并作为本土的依恋元素, 建构地方的意义集合, 外化为社会规则、 行为规范。 从绘画到摄影, 作为象

征媒介, 杭州大运河图像对城市的历史景观再现和空间重置, 以及城市遗产保护、 历史街区开发等,
担负着 “解放” 历史、 释放精神、 透视规范的多维功用。

  

作为 “其形式、 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邻近性之界限内的地域” [28] , 地方的文化边界和和空

间边界重建需要完成对作为纪念物的历史建筑、 街区的功能性和意义性复现。 按图索骥还是价值重估?
就成为遗产保护和地方再现首要考量的因素。 为此, 有学者提出 “ 审美的” “ 道德的” “ 鼓舞士气

的” [3](162) 等三个向度。 即在审美基础上, 依据道德意识和自豪感重建反映历史本质的地方, 完成 “道

德的” “理性的” 价值传承与物质再现。 目前, 杭州拱宸桥区域运河历史街区建设, 已经做出了探索。
随着运河沿岸工厂旧址遗址保护与历史文化再现的推进, 以经验媒介复现地方建筑的历史主义美学理

念依然是主导思想, 也同样是 “再现” 地方秩序的合理图式。 以象征媒介释放被时间遮蔽的地方历史

记忆, 作为当下文化遗产 (物质与非物质) 传承主要路径, 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的媒介化也会继续为

其提供历史的视觉经验依据。

五、 结 　 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 地方再现成为城市遗产保护、 历史建筑修复和文化街区建设的要义。 全球

化、 信息化加持下的网络社会, “时空压缩” 带来高度不确定性, 漂浮于 “无根” 之旅的现代人生发回

归地方的深沉情感, 以本土的身体经验和历史情感对抗当下的网络化流动空间。 杭州大运河图像书写

既是本土经验的视觉载体, 又饱藏地方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 它以地方的 “社会—历史” 经验符号表

征为文化内容, 以绘画写实和摄影术为技术依托, 为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再现提供了阐释依据。
  

德布雷媒介学思想在探讨媒介的信息空间传播基础上, 强调时间向度上对传播学的思考。 而且, 尤

为重视其物质属性与 “中介体” 特质, 把媒介与文明传承结合起来, 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思路。
在数字移动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 作为城市遗产 “中介体” 媒介书写和记忆方式的图像, 也已经以数

字化、 沉浸式传播方式被引入文化遗址公园和历史街区保护中, 并和它所呈现的历史经验一样作为

“中介体” 媒介, 以代际沟通和对话方式融入城市遗产, 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为新技术环境下媒介学

理论发展提供新的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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